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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到读者构成的楚辞学史
———评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牟 歆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610066)

  商务印书馆于近年出版了熊良智先生的最新力作《楚
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其中汇集了熊先生多年的

思索与心血,可以称得上是“十年磨剑”之作。
是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别通过楚辞的文体、叙述

角度、“重著”的言说方式和艺术意象这几个方面,来研究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楚辞本身的艺术

形态,进而探讨屈原诗歌由音乐艺术向语言艺术演进和口

传文学向作家文学演变的过程,并得出屈原的诗歌创作标

志着作家文学诞生和文学思想生成的观点。下编则从楚

辞作品的早期传本、《楚辞》的早期文本形态、史官所记录

的楚辞作家、楚辞经典文本的形成、楚辞文学书目的生成

以及《楚辞》本书的经传问题等方面分别描绘了楚辞在汉

代、六朝以至赵宋的传播和被接受的面貌。
从真正的文学史角度来看,创作、传播、接受是一个完

整的程式。其体现的就是从作者到编者,再到读者,这样

一个积累的过程。熊良智先生在是书中所构建的也正是

这样一种体系。所以,称其为一部“从作者到读者构成的

楚辞学史”是当之无愧的。准确地说,该书具有以下几个

突出的学术特征。
一是敢于提出新问题的学术追求。关于楚辞的艺术

现象,学术界早已有了很多的研究,但熊良智先生在本书

中又提出了新问题。
第一个就是楚辞中的第一人称问题。过去学术界曾

注意到了楚辞使用第一人称或代屈原立言的方式,但却缺

乏专门研究。以至于面对楚辞作品中第一人称所呈现出

的作者、叙述者、抒情主人公,甚至多种声音交织的现象

时,出现了类似日本学者冈村繁“把屈原这样一位楚辞文

学的主人公偷换成楚辞文学作者”这样的质疑。针对这一

问题,熊先生独辟蹊径,用叙述学的理论方法对这一现象

作了新的阐释和说明。他认为楚辞中第一人称的使用和

代屈原立言的方式都是作家在叙述方式上的设计,是作品

表达的需要。屈原诗歌中的“我”所表现出的叙述者和人

物的交织,实际上是现实与艺术在时空中的转移。而“宋
玉或汉人的楚辞作品中叙述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故事,实
际上是共同的人生处境的关注”,这也是一种历史与现实

的交织,情感与心理的共鸣。所以他们才会“突破时空的

界限和人物与叙述者的界限,去展示共同的遭遇和期待”,
也才能“揭示现实人生的共性和历史的普遍性”。从根本

上说,楚辞中的第一人称和代屈原立言,就是形式上所表

现出的一种主题似的特征,甚至结构的“族类相似性”。这

种“族类相似性”就是姚斯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所

说的“构成文学类型独一无二的”且“首先在形式整体以及

主题特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楚辞”才
成为了同一类诗歌的名称。这样的解读无疑是独具慧眼

的,而且对冈村繁等人的质疑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应。
第二个就是楚辞中出现的诗句重复现象。对这种现

象,以往学界多以“模仿”、“因袭”一类的批评眼光来看待。
只有汤炳正先生以世界民族史诗为参照,肯定其为“重现”
的修辞方式,但也未作专门讨论。熊良智先生在汤先生研

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首先,他看到在屈原本人创作的诗

歌中有18篇都存在重复的诗句,是以说明楚辞中的诗句

重复现象并非“模仿”和“因袭”。其次,统计出《楚辞》书中

重复出现 的 诗 句 共225组,562句,占 全 书4650句 的

12%。借用口述学理论和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钟与

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一书中关于套语的研

究,认为这是楚辞作为早期文学作品留存的民歌时代的痕

迹,体现了向作家文学过渡的特征。而后,又将《诗经》这
一“文人也曾借助口述套语”创作的作品与楚辞相对比,肯
定楚辞是文人的书面创作,带有诗人的个性。这无疑是又

一大创见,因为它符合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且填补了“从
民歌走向作家文学之成因与演变轨迹”的文学史之空白。

其他包括楚辞意象、艺术个性、“乱”成为诗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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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等都是书中具有新意的见解。汤炳正先生曾说:“我
对治学之道常常强调: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而求

‘新’易,求‘真’难。所谓‘真’,即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

面貌。”熊良智先生所秉承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态度和追

求。
二是建立了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经典范式。可以说,这

是这部著作最为成功的地方。熊先生在是书中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视点,即跳出作家创作的局限,将作者、编者和读

者结合在一起去观察屈原和楚辞。
首先,传播和接受的发生是因为有现实的需要。楚辞

最初在楚人中“以相传教”,贴合的是秦末汉初“反秦拥楚”
的社会文化心理。“史官录第”所标志的楚辞传播由民间

进入宫廷,是为了服务于汉廷的文化建设。“汉武爱骚”、
“淮南作传”以及严助、朱买臣因说《楚词》“贵显汉朝”,都
是因为汉朝中央政府存在着解决同姓诸侯王定位的政治

目的和需求。王逸以“同姓无相去之义”回答了汉代存在

的这一政治问题,因此使得《楚辞章句》成为了经典。当

然,士大夫知识阶层借屈原抒写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也推

动了楚辞的传播,将其影响的范围扩大到了两汉的12个

州部。
其次,楚辞的传播与接受还与社会学术的发展相关

联。骚体在六朝的提出,正是文体学发展的结果。楚辞音

义文献的出现,与“四声八病”说的产生有着紧密的联系。
《楚辞》经传问题的讨论,则是宋人疑经变古的学术思潮泛

滥的表现。由此就构成了一部楚辞从作者到读者的真正

的历史,产生了楚辞的著作形式、表现方式以及与屈原相

关的故事风俗、甚至楚辞的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出现了专门的楚辞之学。

这就还原了楚辞在传播与接受中形成、发展和演进的

历史面貌。也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不应

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表现方式等表面现象上

的,而是应该走进读者或接受者的内心,去寻求他们之所

以选择接受的动机和原因。只有深入到接受人群的心理,
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势。所以,熊先生

始终紧紧地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屈原的看法与楚辞在那

时的传播联系在一起,探讨当时的时代社会文化心理。这

无疑又赋予了这项研究以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三是多种学科相互结合的方法。熊良智先生特别推

崇他的老师汤炳正先生所提出的“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相
辅相成”的治学方法。

这首先表现为对出土文献的广泛运用。熊良智先生

在该书的研究中透露出了对历年以来出土文献的密切关

注。本书中涉及到的出土文献包括银雀山汉简、上博简、
尹湾汉简等十余种。熊先生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解决了一

系列的问题。如利用银雀山汉简中的“唐勒赋”、尹湾汉简

中的“神乌赋”以及上博简中的“兰赋”证明了赋所具有的

“敷布其义”的文体属性,同时又证明了“赋前有一段叙事”
的文体特点。又如,利用阜阳汉简中的楚辞残片论证楚辞

在西汉前期的传播等等,均切实可信。这是对二重证据法

的灵活运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是对海外学者学说的合理引入。熊先生利用叙

述学的理论,理清了楚辞中由于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所造

成的理解上的混乱;利用口述学理论,证明了楚辞作为早

期文学作品所留存的民歌时代的痕迹,以及由口传文学向

作家文学过渡的特征;运用文化人类学和原型批评的理

论,分析了楚辞中“荃”“荪”喻君的原始意象是源于楚人的

原始记忆;特别是运用传播接受的理论,描绘出了楚辞由

作者到读者所构成的历史。这些都是极具洞察力和创造

性的。如此大量且合理地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并将其运用

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在当今学界实属罕见,也殊为不

易。足可见熊先生学术功力之深、学术视野之广。
崔富章先生曾经评价熊良智先生的治学特点为“文献

与学理并重”。赵逵夫先生在为是书所作的《序》中也说

道:

  作者论述一个观点总是举出一系列文献上的证

据,不是凭空言之,也不是据一点而加以牵附,所以他

的这个看法令人眼前一亮,心悦诚服,至少可成一家

之言。
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现,必然是为了解决相关的学术问

题。熊良智先生的这部著作除了带给我们上述的启发之

外,还有如下的思考,即:解决学术上的真问题,要将其放

在学科和学术史上来参照。只有解决了学术史上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关问题的新观点、新理论、新领域、新方法,或
是能纠正和补充前人的相关研究,才是对学术的推进,在
学科和学术史上才有意义。当然,本书也有意犹未尽的地

方。如在屈原以前已经出现了诸子的著作,这些算不算文

学,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又何在? 又如关于楚辞的传播接

受,熊先生只写到宋代,宋代之后又有何新变? 这些都留

下了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空间。
总之,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一书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赵逵夫先生在书序中评价是书

“在楚辞研究方面是有开拓性的”,确实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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